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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形式。1960年 代末，資本積累的危機造成凱恩斯主義的破產。資產階級力圖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重獲階級統治權。此即：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重新改造政府結構，對抗工會權力，向有礙於競爭彈性的所有社會結合的方式進攻，取消社會福利措施或使之倒退， 把公共企業私有化，創造有利於企業的環境以促進國際貿易、大量引進外國投資。新自由主義表明了統治精英建立起對抗工人和社會反抗的階級權力。結果，新自由主義讓統治精英得以恢復階級權力，在刺激經濟增長上卻乏善可陳。新自由主義當道之日，資本積累更帶有剝奪的特點。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生產新的財富。新自由主義有許多內在的衝突，如個人自由與專制傾向之間的衝突，誘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衝突。因此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產生廣泛的反對文化。被主流社會用來應對這些內在矛盾的新保守主義，看來僅是剝除了新自由主義想隱身其中的威權主義的惟幕。最後文章分析應對這些衝突的不同方案，並指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抗擊複雜多樣、無處不在。但一般說來，階級戰鬥是關鍵，自由的要求則是核心。

布希總統再三重申美國送給了伊拉克人民“自由”這份珍貴的禮物。「自由」，他說，「是全能的上帝給全世界每個人的禮物」，「我們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有促進自由擴展的義務。」（註1）政府和軍方反覆提說先制侵入伊拉克的非凡成就已使伊拉克自由，這套官方的禮讚，美國媒體與之唱和者甚眾，許多輿論看來也認為這是繼續支持戰爭的有說服力的說法，雖然官方開戰的理由（如：薩達姆與拉登有關聯，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直接危及美國的安全）已被察覺站不住腳。然而， 自由的字義多詭。如多年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言：“自由是匹良駒，但看騎往何處。” （註2）那麼，給這麼慷慨饋贈自由之馬的伊拉克人民被期望騎前往何處呢？

2003年9月19日美國詳答了這個問題，當天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的首腦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發佈了四條指令，其中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部私有化，外國公司有權利掌握伊拉克公司的所有權，外資利潤可全部匯出…外資可控制伊拉克銀行，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取消幾乎所有的貿易壁壘”。 （註3） 這些指令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築業。只有石油豁免（推測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特由美國控制的武器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消說，這些指令也觸及勞動市場。禁止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限制。還強加了美國保守派早就夢寐以求的高度累退的“統一稅率”。如克萊因（Naomi Klein）所指出的，這些指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這些公約規定佔領勢力必須保衛被佔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出售。（註4）再者，把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稱的 “資本主義夢想” 強加在伊拉克頭上，招致很大的抵制。甚至由美國指派在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任職的臨時貿易部長，也抨擊強加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稱之為“不顧歷史的謬誤邏輯”。（註5）如克萊因也已指出的，伊拉克也許再兩年便可建立的直選民主政體幾乎肯定會拒絕自由市場的改革，美國抵制伊拉克的直接選舉即是想要在民選政府產生之前，與由它指派、奉命唯謹的臨時政府一起把自由市場的改革牢牢固定住，這點幾乎可以肯定。布雷默的指令如由佔領勢力強加，可能會被判定為非法，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由選舉產生）認可的話，則在國際法下也可被視為合法。2004年6月底接掌政權的臨時政府雖據稱具有“主權”，卻只有認可現存法律的權力。它不能修改現存法律或再訂新法（雖則臨時政府人員也不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的指令）。依伊拉克的條件爭取伊拉克的選舉自由並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與保護伊拉克資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佔的鬥爭顯然是一致的。

一、轉向新自由主義

美國顯然想以主力部隊在伊拉克強加一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其基本任務就是促進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條件。布雷默所勾勒的那類措施，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創造財富從而改善全民福祉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融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要義，並已多年主導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希總統在《紐約時報》中聲稱，「我們將運用我們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和影響的地位，建立一種有序和開放的國際環境，許多國家能從中滋長進步和自由。一個不斷增加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表現美國經久的理想，並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在壓迫、憎恨和貧窮被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的地方，謀求公正的和平」，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已證明能讓整個社會脫離貧窮」。他總結說，今天，「人類手中掌握了使自由戰勝它所有的長年宿敵的機會。美國樂於挑起領導這一偉大使命的責任。」同樣的論調出現在不久後出版的《國防戰略報告》序言中。（註6）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要強加於伊拉克和全世界。

第一次組成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大實驗是1973年皮諾切特（Pinochet）在智利發動“小型911”政變之後進行的，這距布雷默在伊拉克宣佈建立新自由主義體制大約30年，在此回顧一下，不無裨益。這次推翻·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政變，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強大後援和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支持。它用暴力鎮壓了所有的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瓦解了所有形式的人民組織（如窮困住宅區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或制度性的限制（例如工會權力）中 “自由化”了。但到了1973年，先前拉丁美洲國家試圖復興經濟而盛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在1964年軍事政變後的巴西雖有些成效，此時卻已聲名掃地。在世界經濟處於嚴重衰退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的要求就明白提出來了。一群信奉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理論，因而被稱為“芝加哥小兔崽”（ “the Chicago boys”）的美國經濟學家，給召去幫助重建智利的經濟。他們按照自由市場的路線，把公共資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 源給私人勘採，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外國公司從智利分公司匯回利潤的權利獲得了保障。出口導向的增長受到勝過進口替代的偏好。唯一還留給政府經營的 部門是關鍵資源─銅（頗類乎伊拉克的石油）。智利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隨之復振，外資的投資報酬率也上揚，這為其後撒切 爾夫人主政的英國和雷根當家的美國轉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可資仿效的證據。在世界體系的外圍國家實行的參殘酷實驗成為中心國家形成政策的範例，這並不是第一次（如今非常類似於在伊拉克實驗的統一稅率已有建議提出來了）。（註7）

然而，智利的實驗顯示，經濟增長的利益並沒有好好分配。國家與其統治精英連同外國投資者受惠良多，而人民一般處境不佳。這些經久連續不斷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已足可視為是整個規劃的結構組成部份。達姆尼爾和李維（Dumenil and Levy）甚至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個讓人口中最富裕階層重掌階級權力的謀劃。在評論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是怎麼獲利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得到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這一比例急遽下降，1960年代縮減至8%，就此停滯了30年沒有變動。19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躥升，到20世紀末已達15%。觀察總體財富，趨勢也大致雷同...」（註8）

其他資料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1978年的2%增加到1999年的超過6%。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現在開始生效，財富向社會上層集中仍持續快速進行。達姆尼爾和李維也注意到，「1970年代的結構危機，由於利率鮮能高過通貨膨脹率，公司發放的紅利低，股市低迷，在那些年中進一步侵蝕了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1970年代不僅有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徵，這也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繼續論證說，新自由主義便是針對這一威脅而興起。（註9）

 

但要證實階級權力復辟回朝這個論點，就得查證出一組特定的階級力量聚集在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訴諸像智利那種暴力而須靠建構共識。我們必須回到1970年代這關鍵的十年，以瞭解這是怎麼做到的。

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和奠定美國資本與勞動的社會協定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在1950和1960年代的高增長時期暢行無礙。在大部份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政綱、對資本自由流動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的建立，與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足夠的盈利攜手並進。但到了1960年代末，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景不再。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之前，本來一直規範國際經濟關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瓦解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的跡象到處顯而易見，開啟了一個全球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的階段（英國在1975-6年須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助才脫出困境，紐約市同年也技術性破產，而政府支出的縮減則幾乎處處可見）。凱恩斯主義的妥協對策顯然失效，不再能讓資本積累與社會民主政綱協調一致了。（註10）

左派的對策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話，還包括用緊縮財政支出與管制工資、價格來抑制勞工和民眾運動的想望），卻不正面否定資本積累的能力。這個對策是由歐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聯盟提出的，在像意大利北方“紅色博隆納”（ “Red Bologna”）的地方寄望於嘗試以革新的方式駕馭管理資本的積累，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轉向更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思想。在這樣的規畫下，左派號召了相當的民眾力量，在意大利幾近當權，在法國和西班牙則實際已獲得國家政權。即使在美國，1970年代初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制訂了一大串改革法案，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簽署，來管治環境、勞動、消費者和公民權利的問題。（註11）但左派大體上並沒超出傳統社會民主派的對策多少，而在1970年代中期這些社會民主方案即已證明不能符合資本積累的要求。結果造成兩極對立的爭論，一方是經常採取實用政治策略抑制自己選民的想望的社會民主勢力，另一方則是力謀為勃發的資本積累重建更為開放的環境的所有利益集團。

新自由主義過去早就給備好要用來當成公共政策，處理那些危及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事物，並醫治資本主義的疾病。但只是在陷入困境的1970年代，才登上舞臺中心，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經諸如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會」（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芝加哥大學這些智庫的培育、鼓吹而得勢。新自由主義的兩位要角，哈耶克（von Hayek）與弗里德曼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自由主義也得到了尊崇，逐漸發揮實際的影響力。例如，在卡特總統任內，為處理美國延續整個1970年代的長期滯脹，提出多項對策，其中就有取消經濟管制一項。但要到1979年美國和英國加以採用，新自由主義才大大鞏固，成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管理經濟的新正統政策。

那年5月，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英國當選首相，獲得有力的授權改革經濟。在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和「經濟事務研究會」的思想影響下，她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凱恩斯主義必須拋棄，改以貨幣學派的「供給面」（“supply-side”）藥方為治療1970年代英國經濟滯脹的根本之道。她明白，這不啻是要實行在財政和社會政策上的革命，毫不遲疑便表示出強烈的決心，要廢除英國自1945年以來確立的社會民主政府的各種制度和政治措施。也就是對抗工會的權力，攻擊有礙於競爭彈性（包括許多專業人員及其協會的權力）的所有形式的社會結合（如藉由市政管理表現者），取消福利國家的措施或使之倒退，把公共事業（包括社會住宅）私有化，減稅，鼓勵企業創新，並創造有利的企業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特別是日本）大量流入。

皮諾切特用強制的國家暴力做到的事情，撒切爾則以組織民主共識來完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進行革命行動之前，必須先形成共識和思想文化的主導權，而撒切爾確實自稱為革命者，就此而言，葛蘭西的觀點切中肯棨。在1970年代經濟停滯的黯淡時期，針對工會權力與政府官僚顢頇刻板令人氣悶的作風而來的個人主義、擺脫管制、自由作主的思想，在越來越曲意迎合大資本利益的媒體樂於宣傳下，蔚為洶洶巨流，在英國大行其道。資本主義的危機被詮釋成資本主義體系治理失靈的危機。而卡拉漢（Callaghan）領導的工黨政府為得到彌平長期債務的貸款，1976年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下，同意實施遵循企業路線卻違反傳統支持者利益的緊縮財政支出計劃，也有助於為撒切爾所說的思想掃除障礙，即：捨新自由主義方案“別無他途”（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識的形成，特別是在中產階級內部，使撒切爾的選舉獲勝，撒切爾革命就這樣做好了準備。按照規劃，她握有選舉的授權去削減工會權力。但要對付在教育、醫療保健和市政管理等領域有很大權力的專業人員協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的內閣（及支持者）在這點上分裂，鬧得沸沸揚揚，黨內和媒體為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內涵吵得不可開交，大傷和氣，費了好幾 年工夫才弄清楚。後來她有一段著名的談話說：“沒有所謂社會這種玩意兒，只有個人”，隨後她補充說，“以及他們的家庭”。所有社會結合團結的形式都要打散，以利於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以及家庭價值。意識形態的攻擊根據撒切爾的說辭所表露出的路線，持續不懈地進行，大體上最終奏效。（註12）“經濟是方法”，她說，“但目標是改變靈魂”。她的確改變了靈魂，雖然所用的方法絕非沒有政治代價，也絕非沒有我們後面會看到的相互矛盾的衝力。

1979年10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保羅•弗克爾（Paul Volcker）讓美國的貨幣政策有了嚴酷的轉變。（註13）美國長期遵行的「新政」原則，大體依據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主要目標，此時給丟棄了，為的是要有利於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卻不管這種政策對就業會有什麼影響，也不管對高度依賴美國經濟條件並對美國利率變動敏感的經濟體（如墨西哥和巴西) 會造成什麼後果。在1970年代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至兩位數的時期，經常為負的實際利率，在聯邦儲備銀行的政令下轉而為正。名義利率一夜之間提高至近20%（這一舉措後來以 “週末夜特價品”著稱），這是刻意讓美國和世界其他許多經濟體陷入衰退和失業。這個政策轉變據云是擺脫滯脹危機的不二法門，整個1970年代美國和全球多數經濟體的特徵就是滯脹危機。

這種此後名為「弗克爾震盪」的做法，若沒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方面並行的轉變是無法鞏固的。朗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選贏卡特具有關鍵作用。雷根的顧問相信弗克爾的“處方” 是對病懨懨的停滯經濟對症下藥。弗克爾獲得支持，再被任命為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雷根政府的任務就是以進一步解除管制、減稅、削減預算和攻擊工會、專業人員的社團來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雷根氣勢汹汹地鎮壓了空運管理人員工會組織（PATCO）一場長期而艱苦的罷工。這表示對有組織的勞工勢力發動全面進攻，而時機正當弗克爾政策引起的衰退造成10%或以上的高失業率之際。但PATCO不是普通工會，它也是個具有專業技術工人協會性質的白領工會，因而毋寧說是個中產階級而非勞動階級工會的標誌。這對勞動條件的全面影響頗為嚴重，也許最能說明情況的是這個事實：1980年的聯邦最低工資與貧困線齊一，到了1990年則比貧困線還低30%。雷根任命主管環境管制、職業安全和健康醫療等問題的官員把反對大政府的運動推到更高的水平。從航空、電子通訊到金融，每一方面的解除管制都為強大的公司利益集團打開了不受束縛的市場自由的新領域。市場被以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描述成促進競爭和創新的重要方法，實際上卻成了鞏固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勢力作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工具。對富人減稅同時也促動了朝向加劇社會不平等和上層階級權力復辟的重大轉變。

1984年，多年報導華盛頓事務的記者湯瑪斯•艾德索（Thomas Edsall）發表了一份預見到上述所有變化背後的階級力量的報告：

“在1970年代，企業界加強了以一個階級來行動的能力，潛藏起競爭的本能，以利於在立法上聯合協作。企業界政治戰略的主題不再是個別公司僅追求本身的特殊利益，而是在擊敗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上，在通過有利的稅收、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上共蒙其利。”（註14）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企業界需要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和民眾基礎。因此他們力求掌握共和黨來充當自己的工具。成立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獲得古 諺所云的「金錢能收買的最好政府」，是一個重要的步驟。1974年通過的資助競選活動的相關法律，被誤認為是「進步」的，實際上是使政治活動的金錢腐敗合法化。此後政治行動委員會確保了兩大政黨在財務上受公司與有錢的專業協會利益集團的控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1974年有89個，到1982年大增至1467個。若他們的利益得到滿足，這些政治行動委員會樂意資助兩黨中在位的當權者，但他們也有意地傾向於支持那些右翼的競選者。法律規定每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對每個候選人的獻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這迫使不同公司和不同行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合作：意即根據階級利益建立聯盟。在這段時期，共和黨願意成為「支配階級的選民」的代表，而與民主黨「意識形態上不明確的態度」形成對比，民主黨的這種態度源於「它與社會中各種團體的聯繫是分散的，而婦女、黑人、勞工、老年人、西班牙裔人、城市政治組織，這些團體沒有那個明顯地比其他團體大。」再者，民主黨人依賴“大筆”獻金使得許多黨員極易受企業利益的直接影響。（註15）國內製造業、採礦業、林木業和農業公司在當時展開的階級戰爭中居領導地位。

然而，共和黨如果要有效地拓展權力，需要一個穩固的選民基礎。大約在此時，共和黨人尋求與基督教右派的“道德多數”結成聯盟。它訴諸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民族主義與纏繞著他們的道德正當感（被纏繞的原因是，這個階級生活在長期經濟無保障的條件下，又感覺無福享受許多〔照顧被歧視者的〕積極行動及其它政府計畫所分配的利益）。這種“道德多數”可用暗示的種族歧視、厭惡同性戀情緒以及反女權運動加以動員，若不便直接露骨表現的話。在歷史上，一個社會群體出於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原因而投票反對本身物質的、經濟的和階級的利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從那時起，大公司與保守基督徒之間的不神聖的聯盟穩定地鞏固起來，最終把1960年代還很重要且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分子從共和黨中全部清除出去，將共和黨轉變成當今比較同質的右翼選舉勢力。

稍早前貨幣學派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但徒此不足為功，還必須有政治上的轉向來支持，雷根的當選啟動了鞏固政治轉向的長期過程。當時艾德索指出，雷根的政策集中在：

“從範圍和項目，全面減少聯邦政府對產業、環境、職場、醫療保健和買賣雙方關係的管制。雷根政府用以下的手法完成推動解除管制的工作：大幅削減預算降低政府執行管制的能力；任命反對管制、著眼產業發展的官員；最後，賦予白宮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前所未有的權力來推遲實施主要的管制法規、大幅修改管制的建議案，還以長期的成本收益分析有效否決多方面的管制創議。”（註16）

然而，同時另有一項轉變也驅動著走向新自由主義對策的運動，不過這回的轉變卻發生在1970年代的全球層次上。1973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實施石油禁運，OPEC的石油價格飆升，像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布達比這些石油生產國便握有了龐大的金融權力。我們現在從英國的情報報告知道，1973年美國曾積極準備入侵這些國家以恢復石油的流動並壓低石油價格。我們也知道，那時沙烏地阿拉伯人若不是受到美國的公開威脅，據推測也是在軍事壓力下，同意把他們的所有石油美元經由紐約的投資銀行循環回流。（註17）紐約的投資銀行突然發覺他們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資金，必須尋找獲利的出處。197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衰退，投資回報率低，沒什麼好的投資選項，得到國外尋找更有利的投資機會。但要美國控制的資金能在外國及國際間運營，就必須要求外國開放門戶並提供適度的保障條件。紐約的投資銀行為獲取新開放的投資機會、保護國外的交易活動，便想求諸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

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已發展有年，且在很大程度上自命有別於英國、法國、荷蘭以及其他歐洲強權的帝國主義傳統。（註18）美國雖在19世紀末也玩票式地搞點殖民征服，但在20世紀它發展出一個沒有殖民地的比較開放的帝國主義體系。1920年代和30年代，美國在尼加拉瓜搞出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標準模式，當時美國派遣海軍陸戰隊至尼加拉瓜保護美國的利益，卻深陷由桑地諾（Sandino）領導的的游擊抗戰，久拖難決。脫困的對策是找出一個當地的強人——此即蘇莫查（Somoza），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給他、他的家族和現有的盟友，讓他們得以鎮壓或收買反對派，並為自己積累相當大的財富和權力。蘇莫查等人則報以始終支持美國（必要時還促進）在尼加拉瓜和整個中美洲地區的利益。二戰後美國堅持要歐洲強權放棄在全球的殖民統治，自己則採取尼加拉瓜模式維持帝國主義的體系。例如，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伊朗策劃政變推翻了民主選出的莫薩德克（Mossadeq）政府，扶植伊朗國王復辟，伊朗國王給了美國公司開採石油的合同，卻沒有歸還被莫薩德克收歸國有的英國公司的財產。伊朗國王也成了保衛美國在中東石油地區利益的重要人物。在戰後時期，美國用這種手法得以控制許多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國家。但這也讓美國經常必須採取反民主（特別是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的戰略。這有個走向反面的效應，美國越來越和發展中國家的高壓軍事獨裁政權與威權政府結盟（當然，最顯而易見的是在整個拉丁美洲）。結果，美國的利益在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變得更易受損，而不是相反。支持更為高壓的政權總有適得其反的危險。雖然很輕易便可收買到統治精英的附和，但要對抗人民或社會民主的運動就必須採取強制力，於是美國就與大多暗地使用暴力反對民眾運動的長期歷史脫不開關係。

經由紐約的投資銀行循環回流的盈餘資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分散到世界各地。到現在為止，戰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美國投資大多為直接投資，主要與利用開發原料資源（石油、礦產、農產品）或培育特定市場（如電訊等）有關。紐約的投資銀行在國際上向來活躍，1973年後雖然比較不再集中在直接投資，但更加生龍活虎。（註19）這就必須要讓國際信貸和金融市場自由化，美國幾乎在「弗克爾震盪」後便立即積極推進支持這種個策略。紐約的投資銀行起初集中於直接貸款給外國政府。渴求信貸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被誘入了債務/信貸陷阱，有美國帝國權勢支持的投資銀行藉此得以要求比國內更有利的收益率。（註20）由於貸款指定要以美元給付，只要美國利率溫和上升（更別提高漲）就輕易能讓外匯短缺的弱國還不了債務。這時紐約的投資銀行便大有蒙受損失的風險。「弗克爾震盪」沒一會兒，就首次出現了這樣的重大實例，墨西哥受美國利率飆升的衝擊，在1982─-4年間幾近付不出債款。雷根政府上台的第一年曾認真考慮過不再支持「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這時則想出結合美國財政部和IMF的力量的方法，允許債務國借新債還舊債，但要求債務國必須實行經濟結構改革，冀此解決這個難題。當然，這必須要IMF從凱恩斯主義轉向貨幣主義的理論框架，這種轉變很快便完成，IMF成了經濟理論中的新正統──貨幣主義發揮全球影響力的中心。墨西哥在獲准重新安排債務償還方式下，被要求實行制度改革，如削減福利開支，放鬆勞工法令，進行私有化，這些步驟日後謂之“結構調整”。於是在日益加長的新自由主義政權行列中，墨西哥也部分地給擺了進去，從此，IMF成了在世界各地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關鍵工具，有許多情況還用強制的手法。（註21）

墨西哥的實例說明了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在自由主義下，貸款人要承受不良投資決定的損失，而在新自由主義下，借款人卻被國家和國際勢力強迫全部承受償還債務的代價，不論這對當地人民的生計和福祉會有什麼影響。如果償債的安排要求把資產按火災後的倖存品價格廉價交給外國公司，那也得幹。金融市場在全球範圍的這些變革，使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基本上完備了。如達姆尼爾和李維所言，結果是讓美國的上層階級從世界其他地區汲取很高的收益率。（註22）

美國階級權力的復辟也依階級權力本身重組其構成的形態而定。所有者與經營者（或說賺取紅利和利息的貨幣資本與想從組織生產中獲取企業利潤的生產/製造資本）之間的分離多次造成資產階級內部金主與生產者之間的衝突。例如，在英國，政府政策長期主要迎合倫敦市金融家的要求，經常損及製造業的利益，1960年代美國也經常浮現金融家與製造業主之間的衝突。1970年代許多這類衝突消失了。大公司即使仍從事生產，也越來越注重金融領域，如汽車部門便是這樣。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用發配股票選擇權給經營者當報酬的方式交融起來。股票價值而非生產成了經濟活動的指示燈，由此滋生的投機誘惑也就變成勢不可當了，這點在日後如恩榮（Enron）之類的公司破產後，即顯而易見。普遍的結果就是金融界（會計師而非工程師的權力）在統治階級和統治精英內部佔了上風。簡言之，新自由主義也就是一切事物的金融化，以及損害其他部門資本的利益將資本積累的權力中心轉到所有者及其金融機構。因此，支持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整合就成了日益主導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義政權集團（如七大國G7）最主要的關注所在。

二、以概念類型（ideal type）考察新自由主義政權
且拿新自由主義政權當成概念類型加以考察。用概念類型來建構論證有眾所周知的危險，但在初步探討新保守主義的政權是徹底背離新自由主義政權或者僅是以其他方法加以延續的問題時，使用概念類型卻有利於釐清新自由主義政權和前此的社會民主政權的不同之處。

新自由主義政權的根本任務就是從基礎上創造一個“良好的商業氣氛”，從而使資本積累有最佳的條件，不論這對就業或社會福利會有什麼後果。這和社會民主的政權大相逕庭，社會民主的政權是在維持適當而穩定的資本積累率的條件下，致力於所有公民的充分就業和最大福利。

新自由主義政權設法促進所有企業團體的事業，用免稅和其他優惠並在必要時以國家支出提供基礎設施來加惠和激勵企業團體，力言這將促進增長和創新，是消除貧困且終究會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新自由主義政權尤其孜孜於國家資產的私有化，以此為資本積累開疆闢土。以前由政府經營或管理的部門（運輸、電訊、石油及其他自然資源、公用事業、社會住宅、教育）均被轉交到私人領域或取消管制。資本在部門間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被視為恢復利潤率的關鍵，凡有礙於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如計畫控制）都必須徹除，除了那些攸關 “國家利益”的領域（但所謂“國家利益”可依需要改變定義）。因此，新自由主義政權的口號就是“彈性”（勞動市場和投資資本的配置）。它大吹競爭好處的法螺，實際上卻把市場開放給集中的資本和壟斷的勢力。

在國內，新自由主義的政權對限制資本積累的社會團體（如工會或其他在社會民主政權下佔有相當勢力的社會運動）無不敵視，在有些情況下還公然鎮壓。它撤消提供福利，在醫療保健、公共教育以及社會民主政權列為中心事務的各類社會服務方面，盡量降低政府的作用。社會安全網給減至無可再減。這當然不是說一概撤除管制行動或政府干預。為了確保無法私有化的公共部門 能“負責”和具“成本效益”，由官員管理這些部門的規章大量制訂出來（例如，撒切爾力求而且也達成了強力管控英國的大學）。公共部門承擔所有風險而公司部門獲取一切利潤的公私合夥關係受到青睞。企業界參與立法和決定公共政策以圖利本身。如有必要，國家還會訴諸制訂強制鎮壓的法令和實行監管的策略（如反勞工圍廠抗爭的法規）以驅散和鎮壓集體形式的反抗。監視和督管的形式大為增加，在美國，關押成了處理被解雇工人和邊緣人口滋生的問題的主要國家戰略。

對國外，新自由主義政權力求減少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也力求對資本積累的全球勢力打開商品和貨幣資本的市場，這些得以進入當地市場的勢力有時是競爭性的資本，但經常是壟斷資本（雖然開放市場的規定總會附上“違反國家利益”者不得進入的條款）。在國外打開獲利高的新地盤（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活動）時，為了堵住國內反對派的口，所謂提高國際競爭的能力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就給抬了出來。在這方面，大公司的資本家集團也照樣與政府權力一起制定政策，合力安排創造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國際清算銀行」這類新的國際機構。

新自由主義政權尤其關切金融機構。它不僅設法助其擴張影響力，而且不惜任何代價確保金融體系的完好無損和清償能力。國家權力給用來解救或防止金融破產（如1987-8年的美國儲貸危機與1997-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三萬億美元的暴跌）。國際上它用IMF之類的機構避免讓投資銀行有要不回債務之虞，實際上盡其所能使金融界在國際市場上免遭風險和不確定的局面。新自由主義政權致力於保護金融界，既促成也表現了資產階級的權力在金融化過程中的鞏固。一旦保全金融體系與人民福祉發生了衝突，新自由主義政權會選擇前者。

最後，新自由主義政權是極其反民主的，雖則它經常設法掩蓋這個事實。精英統治受到支持，以前的決策主要是以民主的方式，由議會討論定案，在新自由主義政權下，則捨此而強烈偏好以行政命令和司法判決實行管治。代議制民主尚殘留下來的部份，如果不是像在美國那樣被金錢的威力藉政治獻金法完全敗壞掉的話，也抵擋不了金錢的優勢，被壓得奄奄一息。強有力的機構如：國內的中央銀行（像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準政府機構和國際上的IMF和WTO，給建立了起來，這些機構完全不受民主力量的影響、審計、究責和控制。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大眾民主等於“暴民統治”，往往造成資本積累的所有障礙，這在1970年代危及上層階級的權力。新自由主義者鍾意的管治方式是“公私合夥”，政權和主要的商業集團緊密合作，就促進資本積累的目標協調彼此的行動。結果，被管理者得以制定管理規則，而所謂的“公共”決策則變得更為隱諱難明。

新自由主義政權強調個人和個體的自由、不受管制和責任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市場方面。因而就以個人是否具有創業的才幹來解釋在社會上的成敗，而不是溯因至資本主義特有的階級排斥這類體系的特性。在新自由主義政權統治下出現的反抗言行往往局限於個體人權的問題，結果，大約自1980年始，“激進”的政治觀點和反對派的政見紛紛以個體的人權為主要著眼點，各式各樣的“權利論述”花繁葉茂，粲然大備。遇有問題就得由個體（individuals）（回想一下，公司在法律上也被界定為個體）訴諸法院謀求解決和補救之道。名義上，人人有平等的權利向法院申告，但實際上不論是個人為過失行為興訟，還是一個國家控告美國違反WTO規則，訴訟費用都極為昂貴（打WTO的官司，費用可達一百萬美元，等於一些小的窮國的一年預算），於是訴訟結果就會對握有財勢的人極度有利。無論如何，在司法體系的判決中，階級偏見即使不是必不可免，也是所在多有的。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為爭取多種不同的權利而採取的重大集體行動的方式，是由非經選舉（許多情況下是精英領導）的倡導團體規劃並闡述的，對這點絲毫不必驚訝。非政府組織（NGO）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大量發展，讓人產生幻覺，以為在國家機器之外的一些所謂“公民社會”的分立團體內動員起來的反對行動，是反抗的政治鬥爭和社會改造的強大動力。

從上述的說明，我們清楚知道，國家政權或法院之類的特定政權機構，並沒有如近幾年右派和左派的許多論客所言，因新自由主義而變得無關緊要。然而，政權的機構與行事常規確有根本的改變，特別是在強迫與贊同之間的平衡，資本勢力與民眾運動力量之間的平衡，行政及司法權力與議會民主權力之間的平衡這幾個方面。

以上的“概念類型”說明有太濃厚的功能論色彩。因此考察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基本結構矛盾，以使論述完整而全面是很重要的。支配的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是社會秩序的基本要件，深植在這種關係中的威權體制與個體自由的理想扞格不合。雖然保持金融體系的完好無損可能至關緊要，但金融體系內部的經營者只圖私利、不住橫流的個人主義卻造成投機的劇烈波動和長期的不穩定。競爭的優點給吹得神乎其神，事實卻是一小撮資本集中的跨國公司的壟斷權力日益鞏固。然而，在民眾方面，強烈要求個人自由的欲望極為容易脫韁失控，造成社會分崩離析。因此，為了永保支配的權力關係就必然要建立可制止要求個人自由的衝勁的壓迫關係。在國際對抗的舞台，由於新自由主義強調競爭而造成的形勢變幻難測，危及霸權的穩定和地位。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就可能因此採取壓制措施和行動，以護衛使其霸權得以存在的不對稱經濟關係。在這些矛盾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一種可能性：新自由主義公開宣告的目標——所有人的福祉與實際後果——階級權力的復辟之間的落差迅速擴大。

後面我們會討論這些矛盾的因素。但顯然，新自由主義必須視為一個不穩定且在演變中的資本積累體制，而非一個已固定下來、功能協調發展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組合體。這樣就便於把新保守主義看成對新自由主義固有矛盾的可能反應。

三、植入、擴散與演變

接著考察1970年代中期以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和政策實際上紮根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環境的方式。顯然，英國和美國帶頭領路。但在英國與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都不是沒有問題的。在英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改革歷經長達十年的階級對抗和鬥爭方克有成，1984-5年長期而艱苦的礦工罷工是階級鬥爭的中心主題。撒切爾雖順利把社會住宅和公共事業私有化，但國家醫療保健體系和公共教育這類核心的公共服務部門卻除了在邊緣小敲小打外，沒有傷筋動骨。而由於她自己黨內有許多人一開始並不贊同她選擇的方向，什麼障礙都給丟出來阻擋她實現目標。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the Falklands/Malvinas war）發生時她大肆鼓動民族主義，1983年她獲得連任，得益於民族主義的高漲者，遠過她沿新自由主義道路取得的任何真正成功。在美國，雷根年代的轉軌衝突較少，而且更為重要。196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妥協”政策不可與歐洲社會民主政權的成就同日而語，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也沒那麼鬥志昂揚。雷根也極度專注於冷戰，發動了一場軍備競賽，這場軍備競賽造成某種由財政赤字挹注的軍事凱恩斯主義，給了他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選民特有的利益。上升的聯邦赤字則為削除社會福利方案提供了方便的藉口。（註23）

儘管大吹特吹新自由主義是治療病魔纏身的經濟的靈丹妙藥，但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1980年代的經濟表現都不佳，這表示新自由主義大有可能不是合乎資本家祈求的對策。的確，通貨膨脹降低了，利率也下降了，但這都是用高失業率（例如，在雷根年代裏平均7.5%）換來的。另一方面，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聯手企圖以銀行國有化加強政府控制和用佔有國內市場來促進經濟增長，並未如願，也表明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任何左派的替代方案亦無可指望。那麼，合宜的選擇方案又在何方？

實際上1980年代全球經濟中最強有力的是日本、東亞“虎”經濟體和西德。這些國家雖與新自由主義在制度上有根本的不同，卻有很好的經濟成就，這樣就很難鼓吹說只要全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便是緩解經濟沉疴明顯可見的藥方，更甭提想強制實行新自由主義了。確實，日本與西德的中央銀行一般都遵循貨幣學派的路線（西德的聯邦銀行尤其戮力對抗通貨膨脹）。但西德的工會仍很強大，工資水準也比較高。影響之一就是刺激了高度的技術創新，讓西德在這方面得以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出口導向的增長推動西德前進成為全球龍頭。在日本，獨立的工會不是軟弱無力便是根本不存在，但政府投資於技術和組織的變革，公司與金融機構的關係又密切（這點在西德也有合宜的安排）遂造成驚人的出口導向增長的表現，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如英國和美國卻為此受害不小。（註24）1980年代世界總體的增長率甚至還低於困難重重的70年代，像德、日這樣的增長並不依靠新自由主義。到1980年代末，那些明顯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看來仍未脫經濟困境。很難不下結論說：西德和日本的積累“體制”堪為效法的榜樣。許多歐洲國家因此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朝向西德模式前進（有些相當成功）之際，越來越能找出保留他們的許多社會民主遺產的辦法。（註25）在亞洲，日本模式在威權統治體制下（這種體制是新自由主義更為普遍存在的隱而不顯的特點之一）植入南韓、臺灣和新加坡 ，也證明是可行的，且不失過得去的平等分配。但從階級權力復辟的立場來看，西德和日本模式有一個方面是不成功的。1980年代期間，在英國，尤其是在美國，快速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在其他地區受到了遏制。如果旨在把階級權力交回給上層精英，新自由主義很清楚便是良策。但新自由主義既未能刺激真正的經濟增長，怎麼在全世界達到這個目的，就成了問題。

在這點上，達姆尼爾和李維的論述以及布倫納爾（R. Brenner）、高溫（P. Gowan）和波林（R. Pollin）的補充提供了許多必要的證據。我從中萃取三點獨特的要義。（註26）第一，1970年代開始的金融化轉向，在1990年代加速進行。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快速滋長。金融市場經歷了一波強大的創新浪潮，成為更加重要的協調工具。在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公司與銀行之間特有的緊密聯結曾對兩國的經濟大有助益，這種緊密聯結此時卻受到削弱。 日本的土地與房地產市場崩盤引發了經濟恐慌，銀行部門也處於危險狀態。德國的急促統一造成了壓力，早先德國人掌握的的技術優勢不再，那兒的社會民主傳統遂不能不備受質疑。但德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並未減其強勁力道，近至2004年，取消政府養老金和免費高等教育這類社會民主成果的企圖，仍遭未竟的戰鬥力抗。第二，在克林頓時代支配經濟政策的華爾街/IMF/財政部複合體，不僅能勸服、誘騙而且還藉由結構調整方案強制發展中國家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美國也用優先進入巨大的美國消費市場的胡蘿蔔，說服許多國家遵循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他們的經濟，特別是向美國的金融資本開放他們的資本市場。這些政策使美國1990年代的經濟快速擴張。美國當時靠給付較低的工資才達到充分就業，正如波林所論證的，大部份人的福利就算沒有淨損失，實際上也沒怎麼改善（註27），即使如此，美國卻看似已獲良方，它的政策恍若值得仿效。美國勞動市場的彈性化開始奏效，對盛行於歐洲和日本的較為僵硬的體制造成競爭的壓力。然而，美國成就的真正內情卻是：它現在能夠從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中汲取高度的收益率，再匯回美國。美國1990年代的富裕大多得益於這股由全球各地源源而至的貢賦。第三，新取得經濟學正統地位的貨幣學派理論向全球擴散，也發揮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作用。早在1982年，凱恩斯經濟學就已從「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的權力決策核心給清除掉了。而到了1980年代末，幫助訓練世界大部份經濟學者的大多數美國研究大學的經濟學系所也都淪為與貨幣學派大體一致的論點。

所有這些方面的因素匯集成威猛的意識形態攻勢，產生了1990年代中期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註28）於是乎，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模式就給說成是解決全球問題的對策，連日本和歐洲（更別提世界其他地區了）也因而受到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的極大壓力。諷刺的是，正是中左派的克林頓和布萊爾在國內和國際上對鞏固新自由主義的作用居功最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形是世界制度改革的頂點。按照規劃，WTO為全球經濟的貿易投資設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規則。但它的主要目標卻是為資本的流動掃除障礙，極力打開盡可能大的世界市場（雖然總會附上保護關鍵“國家利益”的限制條款），因為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金融勢力得以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貢賦便有賴於此。

以上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不同地區的不平衡發展的概要敘述表明，新自由主義的植入同樣也是經營方式多樣變化、創新以及國家、地區（有些情況甚至是大都市）在治理與經濟發展模式上競爭（有時是壟斷型競爭）的結果，而不能單單歸因於像美國這樣的某個霸權強加某種正統模式。簡要考察一下中國的怪異情況，最能說明此言不虛。


四、中國的特異情況


1978年12月，鄧小平掛帥的中國領導階層面臨毛澤東死後政局不定和數年經濟停滯的雙重困難，宣佈了經濟改革方案，恰與英國和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同歸一途，這很難不看成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偶合事件。其結果就是在中國出現了與專制集權統治交錯結合的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但對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地方來說——最明顯的是南韓、臺灣、新加坡 ——專制統治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結合已確立有年。就如早已形成重大影響先例的智利所顯示的，專制體制與新自由主義彼此決非無法相容。

鄧小平雖未放棄以平等為中國的長遠目標，卻力主為了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解放個人和地方的主動創發精神。循此邏輯而來的題中應有之義，即必然隨之而至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給視為理所當然應該容忍的事。鄧小平在小康（一個讓全民過上好日子的理想社會的概念）的口號下，集中全力搞農 業、工業、教育、科學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譯按：四個現代化”應為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改革力求在中國經濟內部施加市場力量的壓力，想藉此激發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希望促進創新和增長。市場定價機制雖經採用，但可能遠不如快速下放政治經濟權力給地方省市來得重要。此外，中國還開放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雖然極為有限且在政府嚴格監管下），因此而結束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隔絕。對外開放的一個目的就是獲得技術轉移，另一個目的則是要得到足夠的外匯儲備以購買必要的設備，支持具有更強大的內部動力的經濟增長。（註29）

如果在世界場域內沒有先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為中國大張旗鼓進入和納入世界市場打開空間的話，中國經濟就不會走上後來不同尋常的演變道路，也不會達到已有的成就。因此，中國之得以崛起為一個全球經濟勢力，有一部分必須被視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意外結果。

這麼說絕未輕忽中國本身內部改革運動的曲折道路的意義。中國人尤其必須瞭解的是，如果沒有階級關係、私有產權的相應轉變以及其他通常為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奠立基礎的所有制度安排，市場對改造經濟形態其實並無多大作用。沿著這條道路的演變既緩慢又經常有各種矛盾對立和危機。這點在1980年代便顯現出來，例如中國出色的增長率大部分是由在中央控制的政府部門之外促動的，而不是如中國人所希望的，用市場改革和更為靈活的市場定價機制提高依官僚結構組織起來的政府部門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來帶動經濟增長率。即使在工商管理方式和政治控制以及獲得政府管制的信貸上，國有企業比許多由地方創辦的鄉鎮企業和本地私人資本享有大得多的優惠，也依然如此。但既然增長的動力源於地方或私人部門，而非中央政府部門，那麼要持續增長就需要且最終也會要求進一步的權力下放和私有化。與此相應的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受到令人矚目的鎮壓中達到頂點，這表示相應於要求進一步經濟自由化的壓力，在政治領域裏也有巨大的矛盾對立。

對1989年事件的反應是發起新一波的經濟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把中國推向更接近正統的新自由主義。汪暉將之概括如下：

「貨幣政策成為主要的調控手段；大幅度調整外匯牌價，匯率接近統一，從而促進了出口，對外貿易形成了競爭和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雙軌制”的差價縮小；上海浦東地區全面開放，各地開發區紛紛上馬。」（註30）

然而，第一波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際遇非常不同。外資起初被引入南方沿海地區的四個經濟特區（這些地區接近香港被認為是有利之處）。這些特區的「最初目標是生產出口商品賺取外匯。它們也充當觀察外國技術和管理方法的社會經濟實驗室。他們提供外國投資者一系列獎勵措施，包括：免稅，及早匯出利潤和更好的基礎設施。」後來中國政府為吸引各類外資還指定了幾個“沿海開放城市”和 “經濟開發區”。但外國公司在汽車和製成品這類領域，想佔有中國市場的企圖一開始沒能成功。福特的合資公司差點生存不下去，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公司在1990年代初便鎩羽而歸。只有出口勞力密集商品的部門才在初期頗有斬獲。1990年代初進入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三分之二以上（在得以生存的企業中所佔的比例更高）由海外華人所組織（特別是香港，但也有臺灣的）。中國對對資本主義企業在法律上的保護薄弱，促使非正式的當地關係和可靠的人脈顯得重要，海外華人在運用人際關係方面佔有優勢。（註31）

1997-8年製造業部門的鄉鎮企業大量破產，殃及許多在主要中心城市的國有企業，結果這成了個轉捩點。原本中國經濟的改造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給地區、出口區和地方來驅動的，此後則由價格機制與競爭取而代之。結果許多政府經營管理的部門即使不是遭到摧毀，也嚴重受創，造成了廣大的失業浪潮。工人群起抗爭的報導時有所聞，中國政府若想維持不墜，就必須面對吸收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問題。（註32）1998年以來，中國一直力圖用發行國債投資大型項目，改建基礎設施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們正計畫推動一個遠比已經很大的三峽工程更具雄圖的南水北調項目，引長江之水入黃河，至少耗資600億美元。自1992年以來，至少42個城市的人口已擴大到逾百萬之數，城市化的速度這樣驚人，就不能不大量投資固定資本。在主要城市正建設新的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還規劃建設8500英里新鐵路，把內地和經濟勃發的沿海地區連成一片，包括上海與北京間的高速鐵路以及通往西藏的鐵路。奧林匹克運動會推動了在北京的重大投資。上述建設投資的總體規模遠遠大於美國在1950與60年代建設的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有可能吸收未來幾年的剩餘資本。然而，這是運用正統凱恩斯理論的赤字融資方式，具有高度風險，因為如果這些投資不能適時獲利再投入積累過程中，政府的財政危機很快就會使中國遭受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後果。（註33）

但是1997-8年的危機也為私人（特別是外國）資本在不用承擔退休金和福利權利等社會責任下接管破產的國有企業，開了方便之門。在1990年代，近5000萬國有部門的職工下崗，農村則有日益增加的1億5千萬待業的勞動者可用，中國的勞動力大量剩餘，加以容易取得政府支持的信貸，這時外資（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的資本，但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亦然）就更便於按照己意改組許多中國的製造業部門。到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40%以上源於境外直接投資。從那時起，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在發展中國家居首位，早在2004年即廣被預測會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FDI接受國。（註34）對中國市場有興趣的跨國公司此時已能趁機獲利。例如在1990年代早期投資失利的通用汽車（GM）公司，1990年代末又重進中國市場，據報導， 2003年在中國的投資獲利遠高於在美國國內的公司。（註35）外來的投資者雖然在技術上不如當時已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但根據許多報導所云，比起本地私人部門實際上仍佔有優勢，本地私人部門在一些重大項目還不准投資，而且要為政府幹部和政府控制的銀行機構的腐敗付出隱性成本。這些都造成外來投資（包括海外華人）在製造業中比本地資本更佔支配地位。

但是這一大規模運動的法律制度基礎仍未確立。非正式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已經產生，特別是在城郊地區。強大的原始積累浪潮隨之而至。例如，村社領導人在與外來投資者談判時經常實際握有村社土地和資產的產權，後來這些產權就給確認為歸屬他們個人，事實上是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把公共土地圈成少數人的私產。汪暉寫道，在這混亂的過渡中，「大量國家資產“合法地”和非法地轉化為少數人的經濟利益。」（註36）即使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土地和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也很盛行，特別是在城市地區。然而，2004年私有財產權終於堂而皇之地載入中國憲法，標記了對本地企業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認可，這更合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慣例。中國共產黨已允許企業主加入，這可能會出現類如 “公─私”共治的體制，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政權即以此為特徵。

簡言之，中國經歷了一場資產者與資本家階級徹底形成的過程，而不像在美國那樣，是一個前已存在的階級權力的復辟）。（註37）社會不平等當然從未消除中國經濟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城鄉差別甚至形諸法律。但在改革條件下，汪暉寫道，「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轉化為階級和階層的收入差別，從而促成了社會分化。」（註38）於是中國也很像美國的雷根時代所曾發生的，逐漸發展成一個非常獨特（而且幾乎可確定是不穩定的）混合體，結合了由政府指令用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融資建設基礎設施項目，與更不受約束的新自由主義式私有化，加上在威權統治下鞏固階級的權力。隨中國向外貿、資本流入和外國影響開放而至的壓力和機會，無疑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過一段過渡期後，在世界市場基本上勢必得遵從新自由主義的規則。但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力與其運用威權手法自如的能力，以及轉軌過渡過程的特殊情況，使中國具有一些非常獨特的特點。中國的模態能否藉中國在世界的強大競爭力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常規道路產生強烈的影響，仍難立判。鑒於內含在新自由主義中的反民主傾向較為隱而不顯，中國明顯的威權體制特別令人憂慮不安。這麼說的言下之意是，轉向新保守主義（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某些歐洲國家，義大利尤其明顯），可能是內在於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傾向的加深，而非徹底的背離。而中國的競爭壓力可能會為朝向威權體制發展的這個趨勢增添動力。

然而，中國不是唯一在全球具有潛力的競爭者，僅舉兩個其他的例子，在俄羅斯和印度發生的階級改組，其影響也可能越過國界。（註39）像在坎昆會議中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其他國家之間形成的新的體系聯合，很能標記在全球政治中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勢力，冷戰時期世界分為對峙的兩大陣營，1955年聚集於萬隆的國家另組成一個不結盟國家的集團，而在坎昆會議形成的聯合即使不比不結盟國家集團更具發展潛力，也同等重要。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顯示，我們所面對的絕不是單純從某個霸權中心“出口”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被看成一個沒有中心的不穩定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的特徵是各地區的不平衡發展和諸多生氣勃發的政治經濟權力中心之間強大的競爭壓力。

五、成就：再度盛行以剝奪達成資本的積累


要怎麼樣才能說轉向新自由主義已解決了資本積累趨緩的問題呢？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上，新自由主義乏善可陳。1960年代，全球總體的經濟增長率大約3.5%，即使在困頓的1970年代也只跌到2.4%。但後來的198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只有1.4%，1990年代則為1.1%，而自 2000年以後只近乎1%，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對刺激世界範圍的經濟增長大體是失敗的。（註40）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會給說服相信新自由主義是“不二法門”（ the “only alternative”），而且成績斐然呢？有兩個原因尤為重要：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變動越來越劇烈，使某些地區靠犧牲其他地區而至少暫時得以有長足的輝煌成就。例如，若說1980年代主要屬於日本、亞洲“諸小虎”和西德，而1990年代屬於美國和英國，那麼同理，接著會另有其他地區獲得經濟成就，這一此起彼落始終有某個地區經濟表現出色的事實卻掩蓋了新自由主義總體上失敗的實情。第二，從上層階級的立場來看，新自由主義的成就宏偉。它或在美國和某種程度在英國讓統治精英重拾階級權力（見第二節），或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及其他地方創造了形成資本家階級的條件。這兩種情況的要害都在於不平等的擴大。（註41）藉著上層階級控制的媒體，便可大肆宣傳這樣虛妄不實的論調：經濟失敗的地區是因為競爭力不足，這種論調得逞後，就便於搞更加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這種謬論還說，企業的冒險和創新會提高競爭力與刺激增長，而一個區域內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對鼓勵企業的冒險和創新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底層階級的生活條件惡化，那也是因為他們由於個人和文化的原因，未能用心受教、具備基督新教勤儉致富的工作道德、服從工作紀律、敏於適應工作變動等等，以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簡言之，會出現各自特有的問題，都是因為缺乏競爭力，或者個人、文化和政治上的缺陷。這套謬論繼續說，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該也才能生存。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就這樣被鋪天蓋地的意識形態說辭與過於將危機歸因當地因素給遮掩住了。

如果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把既有的財富重加分配而不是增加生產擴大財富，那就得找到轉移資產的方法，把民眾的財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給上層階級，或從貧弱的國家轉給富裕的國家。我曾在別處以“用剝奪達成的積累”的題目說明了這些轉移財富的機制。（註42）馬克思曾揭示過資本主義初興時期的“初始”或“原始”資本積累，我所謂的“用剝奪達成的積累”與馬克思所論者同，意指持續擴展的資本積累行徑。這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像近來墨西哥與印度那樣的強行把農民逐出農村；將公共、集體、國有等各式各樣的產權轉化為私人獨佔的產權；壓制平民百姓的權利；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壓制本地的生產和消費形式；用殖民、新殖民與帝國主義的方式佔有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資產的過程；交易和稅收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地租的貨幣化；奴隸貿易（這仍在持續進行，特別在色情的性產業中）；高利貸和國債，而最有破壞作用的是，利用信貸體系作為原始積累卓具成效的手段；國家政權因壟斷了暴力和規定何者合法的權力，在支持和促進這些原始積累過程上，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我們現在還可在這一系列機制中加上許多另外的手法，如：從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中汲取租金，減少或者取消用一代（或不只一代）的社會民主的階級鬥爭贏得的多種公共財產權利（如國家撫卹金，有薪假期，公費教育和公費醫療）。例如，智利在獨裁統治下首開先河把所有由國家管理的退休養老金私有化，而這成了美國新自由主義念茲在茲的目標之一。

從“初始”和“原始”積累的角度論及中國和俄羅斯近來的事件或許說得通，但最好把美國與其他地方讓資本主義精英重獲階級權力的所作所為，看成正在進行的用剝奪達成積累的過程，這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快速躍居主導地位。我挑出四個主要部份加以論述：

1、私有化

把迄今猶存的公共資產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標記新自由主義計畫的特點。其主要目的是在原本不計盈虧的部門為資本積累打開新的場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水、電信、交通運輸等所有的公用事業、社會福利（社會住宅、教育、健康醫療、退休養老金）、公共機構（如：大學、研究實驗室、監獄）甚至戰爭（與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武裝部隊一道行動的私人承包商“部隊”很能說明這點），凡此種種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私有化了。由「世界貿易組織」所謂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所確立的知識產權，把基因材料、物種血漿以及其他產品的所有形態都規定為私人財產。使用生物藥劑的民眾對這些基因材料的研究發展本具有關鍵作用，這時反要為此而付費。盜用生物資源甚為猖獗而大肆掠奪世界儲備的基因資源則讓少數大製藥公司獲利。全球共有的土地、空氣、水日益損耗殆盡，生存環境惡化之處大量激增，使得農業只能以資本密集的方式生產，這也同樣是用各種方式把自然界全面商品化的結果。文化形式、歷史和創意經由觀光旅遊而商品化，造成全盤的剝奪（音樂產業已因佔有和利用民俗文化及基層民眾的創意，而臭名昭著）。如同以往，政府的權力經常給用來強制推動這些過程，甚至不惜違背民眾的意志。逼退旨在保護勞工和環境不致受害的管制體制，諸多權利也就不保。依新自由主義的正統教義推行的所有剝奪政策中不乏極端惡劣者，把國家退休養老金、社會福利和國家健康醫療這些經多年艱苦的階級鬥爭才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利又反過來轉交到私人領域，就是其中之一。所有這些過程都等於將資產從公共和民眾的領域轉而納入私人和特權階級囊中。羅伊(Arandhuti Roy)在論述印度的情況時說，私有化就意味「將生產性的公共資產從政府轉手給私人公司。生產性的資產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森林、水、空氣。這些都是政府受它代表的人民委託代管的資產……攫奪這些資產，把它們當股票賣給私人公司是個野蠻的剝奪過程，規模之大史所未見。」 （註43）

2、金融化

1980年以後掀起的強大金融化浪潮，以投機與弱肉強食為特點。國際市場上金融交易的每日成交量從1983年的23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億美元。2001年的每年成交量有40兆美元，相較之下，支持國際貿易和生產性投資，估計僅需要8000億美元。（註44）解除管制讓金融體系成為藉由投機、掠奪、詐欺和盜竊重新分配財富的主要中心之一。股票促銷、龐吉詐術（Ponzi schemes）、因通貨膨脹而整體資產的毀滅、用併購剝奪資產、提高債務責任使整體民眾（甚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都淪為債奴，更別提公司詐騙、用操縱信貸和股票剝奪資產（藉股市崩盤和公司破產掠奪退休基金，使其遭受大量損失），凡此種種都成了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主要特點。資本所有者用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s）付給資本管理者報酬，兩者的利益藉此結合起來，遂極為看重股票的價值。如我們現在所知，這造成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大量財富因而以犧牲許多人的利益為代價流到少數人手裏。恩龍（Enron）公司舉世矚目的破產，很能代表剝奪許多人的生計和養老權利的普遍過程。此外，我們也應注意對沖基金（hedge funds）與金融資本的其他主要機構利用股票投機掠取利益，因這是在全球用剝奪達成積累的真正最重要的手段，即使這被以為給了資本家階級“分攤風險”的正面利益。（註45）

3、危機的管理與操縱

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的金融操縱都有投機泡沫的特點，而且還經常是詐騙性質的泡沫，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過程把觸發“債務陷阱”作為以剝奪達成積累的主要手段。（註46）在全世界製造、管理和操縱危機，已經發展成刻意把財富從窮國重加分配給富國的高明手法。1979年，弗克爾突然升高利率，借款國必須償付的債務利息在美國國外收入中所佔的比例便提高了。像墨西哥之類的一些國家被逼破產，只好同意經濟結構調整。美國宣稱自己是個安排紓困資金以維持全球資本積累的穩定和正常進行的高尚領導者，但美國同時也在墨西哥當地發生危機時運用本身強大的金融勢力，為掠奪墨西哥經濟大開方便之門。這就是美國財政部/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複合體最擅長在各地幹的勾當。1990年代，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格林斯潘就有幾次用了與弗克爾同樣的策略。在1960年代，個別國家並不常發生債務危機，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卻屢見不鮮。發展中國家幾乎都難以倖免，在像拉丁美洲這些地方，這類危機的頻率之高，已可視為當地特有的痼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些債務危機被策畫、管理和控制，目的既在把資本主義體系合理化，也在重新分配資產。韋德和弗納羅索（Wade and Veneroso）在論述1997─8年由美國對沖基金的操作而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時，切中要害：

「金融危機總是把所有權和權力轉移給那些得保資產安然無恙和有能力創造信貸的人，亞洲的危機也不例外……西方與日本的公司無疑是大贏家……大幅的貨幣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的金融自由化與其促進的經濟復蘇，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更加速了國內資產向國外的轉移，規模之大為過去50年來舉世在和平時期所未有，連19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或1994年墨西哥的國內資產向美國所有者的轉移，也相形見絀。這讓人想起米倫（Andrew Mellon）說過的話：“在蕭條時期，資產回到它們正主兒的手裏。”」（註47）

這完全與刻意製造失業產生大量低工資的剩餘勞動力以便進一步積累雷同。有價值的資產報廢，喪失了價值。它們閒置無用，奄奄一息，直到握有流動資金的資本家加以青睞，大肆利用，才給他們注入新生命。然而，危險的是，危機可能失控，蔓延全局，或者民眾會蠭起反抗造成危機的體系。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危機和貶值，使積累可以靠剝奪達成，又不致引起全面的崩潰或民眾的反抗。由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複合體施行的結構調整計劃，負責讓積累得以靠剝奪達成，而有帝國主義強權的軍事援助撐腰的新自由主義買辦政權則在遭掠奪的國內職司確保不會發生民眾的反抗。但不久就出現了民眾反抗的跡象，首先是1994年在墨西哥的薩帕塔（Zapatista）起義，其後便是在西雅圖奮力抗爭的反全球化運動所表現出的普遍不滿。

4、國家政權執行的財富再分配

國家政權一旦轉化成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機構，就成為再分配政策的主要執行者，社會民主派當權時期財富從上層流向低層階級實行再分配，這時則倒頭逆轉。先是實行私有化方案，並砍掉支持社會工資（social wage）的國家支出。即使在私有化看似對低層階級有利時，長期效果也會不利。例如，乍一看來，撒切爾在英國實行的社會住房私有化計劃似乎是送給底層階級的一個禮物，底層階級此時可以用較低的成本由租用轉為所有，獲得有價值的資產，增加他們的財富。但一旦完成了產權轉移，房產投機就接管了，特別是主要的市中心地帶，最終收買或強迫低收入人口搬出遷移到像倫敦這類城市的外圍，往昔工人階級居住的地區給改建成豪宅中心。在市中心區喪失了負擔得起的住房，造成許多人無家可歸，也使那些從事低薪服務工作的人上下班的路程非常之長。墨西哥村社農場的私有化成為1990年代制訂的新自由主義計畫的中心內容，對墨西哥農民的前途造成類似上述的影響，迫使許多農村居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尋找工作。中國政府也完成一系列嚴酷的步驟，損害人民大眾的利益，把資產交給一小撮精英。

新自由主義政權也用許多其他的方法謀求再分配，如：修改稅則以有利於投資收益而不是收入與工資，在稅則中提高累退的部份(如銷售稅)，把原本由政府支出對所有人免費的項目改為使用者付費（如高等教育），以及給公司提供大量補貼與免稅等等。如今美國在聯邦、州以及地方各層級的公司福利計 劃等於把民眾的錢轉為公司的利益（直接的方式如補貼農業公司，間接的方式如給軍事工業部門訂單），非常類似於美國實行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稅，大量補貼高收入屋主與建築業。監視和警戒的加強，以及（如美國的情況）關押不服從的民眾，顯示嚴酷的社會控制發揮了更加邪惡的作用。在發展中國家，反抗新自由主義與以剝奪達成的積累可有更強大的力量，新自由主義政權很快便大肆鎮壓，甚至對像墨西哥的薩帕塔或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這類反抗運動發動小型戰爭（許多反抗運動現在可以隨便給指為“恐怖份子”以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支持）。（註48）

事實上，羅伊（Roy）說，「維持七億人生存的印度農業經濟正被勒得喘不過氣來，生產過多的農民陷入困境，生產太少的農民也處境危殆，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因大莊園與大農場解雇農工而失業，他們全成群結隊跑到城市找工作。」（註49）在中國，據估計，如果要避免農村的混亂和反抗，在下個十年內必須以城市化吸收至少5億人。還不清楚他們在城市會做什麼事，雖然如我們所見，目前正在規劃的大量物質基礎設施設總會吸收由原始積累排斥出來的剩餘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的再分配策略繁複多樣，精巧細密，經常先用意識形態的漂亮說辭加以掩飾，但對弱勢人群和地區的尊嚴與社會福利損害極大。用剝奪達成積累的步驟正在加緊進行，全球的正義運動已花了許多工夫揭露其使用的手段和後果。再來的問題便是，對這些步驟的反抗歷來是怎麼被表述的，又怎樣能表述得更好。

新自由主義內部的矛盾與對抗

新自由主義在本身內部引發廣泛的對抗文化。然而，對手往往接受許多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前提，集矢於內部矛盾。對手慣常看重個人權利與自由，以此反對威權統治，也以此反對經常恣意橫行的政治、經濟與階級權力。對手接受新自由主義誇言要改善所有人福祉的堂皇說辭，而譴責新自由主義言不符實。例如，檢視新自由主義規劃的精髓─WTO協定的第一段重要章節。WTO的目標是：

「提高生活水準，保證充分就業，大幅穩步提高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且在依據永續發展的目的充分利用世界資源之際，擴大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和貿易，力求既能維護和保存環境，又能以符合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各自需要與關切的方式，加強做到上述成效的措施。」（註50）

類似的空中樓閣可見於世界銀行的多項聲明中（「減少貧窮是我們的主要目標」）。這一切都與加強階級權力的復辟或形成階級權力的復辟的實際作為扞格不合。

自1980年左右，指控違反人權的反對聲浪便甚囂塵上。錢德勒表述說，在那之前，像《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這樣的重要刊物，連一篇論及人權的文章都沒有。（註51）1980年以後，人權問題備受矚目，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與冷戰結束之後，更廣為關注，成了熱門議題。這與新自由主義的軌跡正相符合，這兩種運動實深相結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疑，新自由主義堅持個人為政治經濟生活中基本的重要要素確實為廣泛的爭取個人權利的運動開啟了大門。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反對者把重點集中放在個人權利，而非創造或重建實質且開放的民主治理結構，故發展出來的反對方式並無法避開新自由主義的陷阱。新自由主義擁護的個人權利可被允許凌駕所有社會民主所關切的平等、民主與社會團結。例如，經常訴諸法律行動就是接受新自由主義將議會權力轉移到司法與行政權力。但走法律途徑既所費不貲又遷延耗時，而且法庭一貫嚴重偏袒統治階級的利益，這點不論從司法系統的階級效忠，或從絕大多數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整個司法裁判歷史都置私人財產權與利潤率於平等權及社會正義之上，皆可看出。法律取代政治「充當在公共環境中表達各種需要的手段」。錢德勒下結論說：「正由於自由主義派的精英對平民百姓與政治程序深感失望，他們更看重賦有權力的個人，把他們的案件交給聽訟裁決的法官。」（註52）

由於大多數貧困的人缺乏財力實現他們本身的權利，唯一能表達這個理想的方法，就是組織倡導權利的維權團體。維權團體與各種非政府組織（NGOs），就像更廣泛而言的權利論述一樣，是隨著轉向新自由主義而來的，自1980年左右，如雨後春筍大量增加。政府不再提供社會必需品後，非政府組織在許多情況下，填補政府遺留下的缺位。這等於是由非政府組織將政府的社會服務職能私人化的過程。在有些情況下，這似乎是幫助加速政府進一步撤除社會服務的職能。非政府組織因此發揮了「充當全球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特洛伊木馬」的作用。（註53）更有甚者，它們不是民主的組織。它們往往由少數精英控制，不可究責，且按其本義，即與它們要保護或幫助的人頗有距離，不論它們有多麼好意。它們經常隱蔽它們的工作計劃，偏好直接與國家及階級權勢集團磋商或施加影響。它們慣於控制它們的委託人而不是代他們反映意見。它們佯稱代表那些無法自己發言的人說話，甚至擅自界定它們代言的那些人的利益（彷彿人民無能明確知道自己利益之所在），但它們的地位的正當性總是大受質疑的。（註54）例如，在非政府組織視禁止童工參加生產活動為普世人權加以鼓吹而獲得成效時，它們可能損害了不靠童工就無法存活的經濟體。而若沒有另外可取的經濟方案的話，小孩可能要轉而被賣去從娼（卻讓另一個維權團體去力求根除童妓）。「權利論調」預設的普世價值與非政府組織、維權團體為實行普世原則的所作所為，和當地的特殊狀況及政治經濟生活的日常做法格格不入。（註55）

但這種特殊的反對文化何以近年來獲得這麼大的推動力，還有另一個理由。用剝奪達成的積累必然會有一套非常不同於以擴大工農業的工資勞動者來積累的做法。後者主導1950與1960年代的資本積累過程，產生一種造成社會民主式的妥協的反對文化（如深植在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中者）。剝奪則是分散在不同的特定領域內進行的──在此地是私有化，在彼處是環境的惡化，在其他某個地方則是債務的財政危機。不訴諸普世的原則，就很難反對所有這些具體而特定的領域的剝奪行為。剝奪必然造成權利的喪失。因此就轉向人權、尊嚴、永續的生態行為、環境權等諸如此類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用辭，以做為統一反抗剝奪的政治鬥爭的基礎。

這種訴諸權利的普世價值的籲求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而且也可以為抱持進步的目標所用。由「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無國界醫生」（Medecins sans Frontieres）及其他組織最明顯代表的傳統，不能被視為僅是新自由主義思維的附屬品而輕忽不顧。整個人道主義的歷史（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與各種非西方的人道主義）頗為複雜，不能這樣簡單處理。但許多權利論述的有限目標（就「國際特赦組織」而言，直到最近都只專注在公民與政治權利而不及於經濟權利）使人太容易把它們納入新自由主義的框架。普世價值論似乎與氣候變化、臭氧層破洞、破壞棲息地造成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類全球議題特別合拍。但在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與文化習俗歧異多端下，普世價值論應用在人權的領域內則成為比較受爭議的問題。再者，要把人權問題歸為「帝國的利劍」（用巴塞羅蜜與布蕾克斯皮爾〔Bartholomew and Breakspear〕銳利的描述法來說（註56））向來是易如反掌的事。例如，美國所謂「自由主義的鷹派」就一直訴諸人權來證明帝國主義在科索沃、東帝汶、海地，尤其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干預是正當合理的。他們證明用武力實行人道主義是合理的，「以保護自由、人權與民主之名，甚至在由一個自己委派任務的帝國主義強權片面實行時也正當合理」，像美國這樣。（註57）更廣而言之，很難不與錢德勒一道得出結論說：「今天以人權為基礎的人道主義干預的根源在於這種日益增長的共識：支持西方自1970年代以來對發展中國家內政的介入。」關鍵的論點是：「國際機構、國際與本國的法庭、非政府組織或道德委員會比被選出的政府更能代表人民的需求。政府與選出的代表被認為不可信，正因為他們的選民要求他們負責，所以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利益考量，而不會依據道德原則行事。」（註58）在國內事務上這種論點也有同樣的隱伏的惡果。其惡果是「藉著把司法部門、非由選舉產生的特別任務工作組、道德委員會日益增大的決策作用合理化而減少公眾的政治辯論。」這樣政治的作用就可能會削弱。「人權的管控遠非質疑我們原子化社會的人各為己與消極被動，而只是把人與人的割裂離析制度化。」更糟的是，「人權的道德論述所提供的觀點，使視社會為一個整體世界的觀點倒退，如同其他的精英理論，起了維繫統治階級自信的作用。」（註59）

鑒於這種批判，就有這樣的誘惑即：把所有訴諸普世標準的主張都視為犯有致命的錯誤而避之唯恐不及，以及視權利為充當遮掩階級權力復辟的假面具，乃站不住腳的抽象道德要求，故而絕不願再提及。雖然這兩種主張都值得認真考慮，但我認為捨棄這個戰場給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是不幸的。有場該打的仗，這場仗不僅是針對在特殊的情勢下那一種普遍的標準和什麼樣的權利該被援用，而且也針對普遍的原則與權利的概念該如何建構。在這場仗中，我們應警覺到有個給鍛接在一起的關鍵連結，即：一方面是一套在特殊環境下演變出來的政治經濟慣例的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日益籲求以某類普遍適用的權利充當道德與政治正當性的基礎，這兩方面給刻意聯繫起來。布雷默法令強加某種權利的概念在伊拉克頭上。同時它們也違反了伊拉克的自決權。馬克思在他寫的為工作日長度而鬥爭的那一章（譯者按：《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有句著名的評論：「兩種〔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的作用。」如果階級復辟必然強加一套特定的權利，那麼反抗這種強加也必然會引起要求完全不同的權利的鬥爭。

例如，以正義為一種權利的積極意義在政治運動中一直發揮強有力的啟動作用：反對不正義的鬥爭一直強有力地激發要求改變社會的運動。當然，問題是有不計其數的正義概念可供我們訴求。但分析顯示，某些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過程突出並依靠某些公正與權利的概念。質疑那些特殊的權利就是質疑它們與之俱生的社會過程。反之，要使社會脫離某種主導的社會過程（如藉市場交換進行的資本積累）轉向另一個（如政治民主與集體行動），而不同時把對一種主導的權利與正義概念的擁護轉向另一個，已證明是不可能的。所有用唯心論的思維來解釋權利與正義的說明，之所以遇到困難就在於它們掩藏了這種連結。只有在它們論及某個社會過程立足於現實時，才能發覺社會的意義。（註60）

例如，考慮新自由主義的情況。各種權利圍繞兩套主導的權力邏輯聚集──領土國家的權力邏輯與資本的權力邏輯。（註61）首先考察國家權力。不論我們多麼希望權利是普世適用的，要實現那些權利卻必須有國家機器的保護。如果政治權力不願意，那麼權利的概念就依然是空洞的。在這個情況下，權利基本上是衍生自公民身份並且依賴於公民身份。於是管轄的領域就成了一個問題。這可分兩方面來說。由於出現無國藉者、無身份證的移民、非法移民等等，難題就來了。在全國或地方政府的轄區內，誰是或不是“公民”，怎麼確定接納與排除的原則成了嚴重的問題。在關於權利方面，國家怎麼行使主權，本身是個聚訟紛紜的問題，但深植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中的規則，給國家實行這方面的主權施加了限制（如中國現正發覺到的）。然而，民族國家挾其對各種合法的暴力的壟斷，可以用霍布斯式的方式（譯按：指倚恃權力強行己意）界定自己的一大批權利與對權利的一大批詮釋，而只受國際公約寬鬆地束縛。舉一例來說，美國堅持它有權利不對國際場域所確定的反人道罪行負責，而同時又堅持其他地方的戰爭罪犯應交由法庭繩之以法，但正是完全同樣的這些法庭，一涉及自己的公民，它就否認其有權審理。

生活在新自由主義下也表示接受或屈從資本積累所必要的一批自由主義的權利。因此，我們生活在一種社會中，這種社會的個人私有財產與利潤率的不可讓渡的權利（回想一下，公司在法律上被定義為法人個體）壓倒其他你所能想到的不可讓渡的權利。這種權利體制的辯護者言偽而辯地爭論說，它激勵了「資產階級的德行」，沒有這些德行，世界上所有人會糟糕得多。這包括個人的責任與義務，免受國家的干預（這種論調經常以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制激烈反對政府所界定的權利體制），在市場與法律上的平等機會，獎勵創新與冒險奮發求利的企業精神，關注自身與私產，以及一個允許廣泛的自由選擇訂約與買賣的開放市場。當這個權利體制擴及個人人身的私有財產權（這支撐了個人自由訂約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受到尊重並免於像奴隸制下的人身壓迫的權利），以及自由思想、表達、言說的權利，看來就似乎更具說服力了。我們且承認：這些衍生出來的權利引人心動。我們許多人頗為倚重這些權利。但我們像極了乞丐靠著從富人桌上來的麵包屑過活。容我解釋。

我無法用哲學論證來使任何人相信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制是不公不義的。但反對這種權利體制極其簡單：接受這套體制就是接受這種情況，即：我們除了活在一個不論有何社會、生態或政治後果也要進行無休止的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體制下，別無其他選擇。與此相應，無休止的資本積累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制必須靠暴力（如在智利與伊拉克），靠帝國主義的做法（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所作所為），或者在必要時藉由原始資本積累（像在中國與俄羅斯那樣），在地理上擴張遍及全球。私有財產與利潤率的不可讓渡的權利將會被無所不用其極地在全世界確立。這正是布希說美國全心致力於擴展自由的領域至全球各地時的意之所指。

但這些不是我們唯一可用的一套權利。甚至在聯合國憲章所列出的自由概念中，也有諸如言論與表達的自由、教育與經濟保障的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等等衍生的權利。實行這些權利必然會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行徑構成嚴重的挑戰。讓這些衍生的權利變成基本的權利而使私有財產與利潤率的基本權利倒過來變成衍生的權利，必會在極關重要的政治經濟活動中造成根本的變革。也有完全不同的權利概念可供我們訴求，例如，享用全球公地、水源的權利或獲得基本食物保障的權利。「兩種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的作用」，為正確的權利概念進行政治鬥爭，會把舞台中心移向怎麼說明、表述各種可能性與替代方案，並最終產生朝向變革體制的政治經濟實踐。如巴塞羅蜜與布蕾克斯皮爾所論，重點「是恢復人權的政治鬥爭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全球對抗規劃的一部份」，我想補充說，以及對抗新自由主義本身。（註62）但我們會在結論中回到這個問題。

新保守主義的反應

汪暉在反思中國最近的歷史時說：

「在理論的層面，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現的『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和國家現代化的理論敘述．．．．．都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存在密切的、這樣的或那樣的關係。這些名目的相互替換（甚至相互矛盾）顯示了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權力構架的轉變。」（註63）

就新保守主義主張威權統治、窮兵黷武政策、權力的上下等級之別來說，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精英統治與不信任民主的規劃完全一致。從這個立場來說，新保守主義似乎僅是撕開了新自由主義力圖隱藏其間的威權思想的帷幕。但新保守主義確實對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矛盾之一提出了獨特的對策。如果像撒切爾夫人所首先表述的：「沒有社會這回事，僅有個人」，那麼個人競逐利益所造成的混亂終究很容易就會壓過秩序。市場、競爭與縱情恣意的個人主義（個人的希望、慾望、焦慮、恐懼；生活方式、性癖好、性向的選擇：自我表達與對待他人的行為方式）的無序混亂狀態造成一種似乎越來越無法管治的情勢。甚至可能導致所有社會團結的紐帶崩裂，瀕臨社會混亂與道德虛無的狀況。

面臨這種情況，要恢復秩序，某種程度的強制似已不可避免。新保守主義偏好並強調軍事化是對個人爭相競逐利益造成的混亂的一劑解毒良方。因此他們大有可能突出對國家的完整與穩定的威脅，不論是真實的或想像出來的，國內的與國外的。在美國，這就造成霍夫斯達特所說的「美國政治的被迫害妄想偏執風格」，國家被描述成受國內與國外的敵人圍困、威脅。（註64）這種政治風格在美國有長久的歷史，它依靠培育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20世紀，反共產主義是這種思想的核心焦點（雖然無政府主義與對中國、移民的恐懼過去也曾發生作用）。因此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貨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已經在勢力強大的軍事─產業複合體找到了特有的歸宿，這個軍事─產業複合體在不斷的軍事化中有既得利益。但冷戰的結束提出了這個問題：對美國安全的威脅來自何處？激進的伊斯蘭教徒與中國成了兩個最受青睞的外來威脅者，而內部的異議運動（在德州韋科鎮遭焚毀的大衛教派，支援奧克拉荷馬州爆炸案的民兵運動，毆打羅德尼．金後發生的洛杉磯暴動，最後是1999年的西雅圖騷亂）則必須在國內被設定為目標加以更嚴密的監視、管控。1990年代真正出現的威脅來自激進伊斯蘭教徒，這個威脅至9．11事件而達到極致，最終成了關注的中心焦點，美國宣稱要進行持續不懈的「反恐怖行動戰爭」，實行在國內與國外的軍事化，以確保國家的安全。雖然，很明顯，針對紐約貿易中心遭受兩次攻擊所顯示的威脅被要求要有某種察/軍事行動以為應對，但新保守主義者上台掌權卻必然對此威脅作出全面的、就許多人的判斷屬於過度的反應，導致在國內與國外轉向廣泛的軍事化。

雖然新保守派巴不得使用強制的權力，但他們也知道取得某種程度的同意還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義力圖恢復道德目的的意識、某些形成政體穩定中心的更高的秩序價值。目的是要藉此控制在新自由主義精神內部威權主義與個人自由的明顯矛盾，並抵消新自由主義通常會產生的個人利益的混亂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這絕沒有偏離新自由主義建構或恢復一個支配性階級權力的規劃。但它藉由建構一個認同中心道德價值的氛圍，為統治階級謀取正當性。這立即引起那種道德價值將成為中心的問題。例如，訴諸深植在美國人權法案中的自由主義人權體系是完全可行的：畢竟，人權推動論的目標，如卡多爾（Mary Kaldor）所言：「不僅是介入保護人權，而且要創建一個道德共同體。」（註65）但這就會與轉向軍事化不一致。

在美國，把已成新保守主義運動最重要的道德價值看成特殊聯盟的必然結果，就能得到最好的理解，這個聯盟建立於1970年代，一方是意圖恢復他們的階級權力的精英階級與商業界，另一方是選民中因不滿現狀而加入“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由福音派基督徒於1979年成立的右翼保守政治組織──譯者）的白人工人階級。道德價值集中在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正當、基督教（某種福音派）、家庭價值與生命議題的權利，並且敵視新社會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權利、肯定行動、環保運動等等）。在里根當政時期，這個聯盟雖然主要是策略性的，柯林頓年代的國內失序卻使道德價值的爭論在共和黨的小布希當政時躍為當務之急。現在它形成新保守主義運動道德事務的核心。

這種意識形態的鞏固對國內與國外都有影響。在國際舞台上，無可避免地要大叫大嚷「美國價值」的優越性，把“美國價值”當成所有人類的“普世價值”來展示。這使得美國彷彿在世界舞台為（據說它代表的）“文明的價值”從事“十字軍”東征（那確實是）。美國在全球舞台的行為中所包含的民族主義變得明目張膽起來，道德十字軍的意識影響了每天的外交事務，特別是有關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衝突，強烈相信世界末日論的美國基督教右派視以─巴衝突與他們本身的命運息息相關。美國內部的道德優越感在它關閉了國內公開對話與說服協商的可能性時，也同時激起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敵視。布希政權轉向新保守主義造成一種非常不同於柯林頓總統任內的世界地緣政治關係的氛圍，柯林頓是試圖以多元文化的新自由主義處理世界地緣政治關係。

但若以為這種新保守主義的轉向只限於美國或美國所特有，那就錯了，雖然有些在美國發生作用的因素可能不會在其他地方呈現。在美國內部這種對道德價值的肯定極為倚賴訴諸國家、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等等的理想，而這些理想絕不只美國有。例如，近些年日本與中國的民族情感上升已為人注目，在這兩個例子中，民族情感的上升可以視為對受新自由主義的衝擊而崩解的原本社會團結紐帶的一帖解藥。強大的文化民族主義潮流在如今構成歐洲聯盟的老民族國家（如法國）內部正方興未艾。印度民族主義黨近來順利把新自由主義政策輸入印度，在這背後有宗教和文化民族主義提供道德的主幹。伊朗革命援用道德價值，其後轉向威權體制這並沒有導致那兒完全丟棄新自由主義的做法，雖然這場革命是針對無節制的市場個人主義的墮落而來。像新加坡與日本這樣的國家，他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是“墮落”的，美國的文化多元論是駁雜不純的，與之相較，他們的道德要更為優越，長期來這些國家瀰漫著道德優越感，也蘊藏有類似伊朗、印度的推動力。新加坡的情況特有啟發性。它結合了市場上的新自由主義與嚴酷、強制、威權的國家權力，同時又召喚精神上的同心同德，這些休戚與共的精神是奠立在如下的理想上：一個被圍困的島國（在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後），儒家的價值觀，

以及最近因應它在國際貿易世界中的地位而加入的獨特形式的世界性道德規範。

很明顯，新保守主義運動的鞏固存在著諸多危險，每個新保守主義運動都採用自己獨特而據說優越的道德價值，同時又準備好要實施嚴酷的強制作為。凡看來像是解決新自由主義的矛盾的答案，都太容易翻轉為問題。事實上，新保守主義力量的擴展，雖然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扎根的方式非常不同，卻突出了陷入相互競爭甚或交戰的民族主義的危險（若不是陷入如杭廷頓之流誤認的那種世界舞台上必然要發生的不同文明的衝突的話）。如果有必然性，那也只出自轉向新保守主義而非出自文明差異的永恆真理。因此摒棄新保守主義的對策，找出其他方案來處理（若不是完全取代的話）新自由主義的矛盾，就可輕易地拒斥這種所謂的“必然性”。正是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要轉回來討論。

取代的方案

我們的任務既是瞭解世界，如馬克思久已說過的，也還要改變世界。但若不是在現存條件中已潛藏改變的因素，社會秩序就不可能改變，若不是在傳交給我們的歷史與地理條件下，我們也無望創造我們的歷史與地理，那麼以批判的眼光研究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學以及之後轉向新保守主義的任務就是從研究現狀探索他種未來的各樣前景。

有兩條主要的途徑可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考察為數眾多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從中提煉出一個基礎廣泛的反對計畫的精髓。或者，我們可以對我們的現存條件從事理論和實踐的分析（即我在這裏所做的這一類）以確定取代的方案。採後一條途徑絕不是認為現存的反對運動有誤或認為他們的認識有些什麼缺陷。同理，反對運動也不能以為分析的成果對他們的事業無關緊要。任務在於開啟採取兩條途徑的人的對話，藉此加深對各種可能性和可行的取代方案的集體認識。

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和外部都滋生出大量的反對運動。這些反對運動中有許多根本不同於1980年之前主導反對運動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我說的是“許多”而不是“所有”。傳統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絕沒有壽終正寢，就算在工人運動的權力因遭新自由主義猛烈攻擊而大為削弱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亦然。南韓與南非在1980年代興起蓬勃的工人運動，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就算沒當政，也蒸蒸日上。在印尼，一個公認深具潛力成為重要力量的工人運動正奮力發聲以為人所知。中國工人的抗爭雖尚難預料，但潛力不容小覷。情況也不明的是，美國的工人階級群眾在上個世代為了文化民族主義、宗教和反對多種社會運動而一直投票反對本身的物質利益，他們是否會永遠受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陰謀詭計所欺而陷在這種政治策略裏不能自拔。由於事態變動不居，沒有理由排除未來會再興起帶有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規劃的以工人為基礎的政治鬥爭。

但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鬥爭激起了路線非常不同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鬥爭。（註67）部分是由於產生這類運動的獨特條件，它們的政治方向和組織方式相當不同於那些典型的社會民主的政治鬥爭。例如，墨西哥的薩帕塔起義（Zapatista rebellion）就不指望奪取政權或達成政治革命。它追求的是一種更能廣納各方參與的政治，讓整個公民社會以更開放流動的方式，尋求能顧及不同社會群體的特定需要並允許他們改善自己命運的取代方案。在組織上，它刻意避免用先鋒隊領導的體制，拒不採取政黨形式。而更喜歡保持為一種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力圖形成一種以本土文化為中心而非使之淪為邊緣的政治力量集團。它希圖藉此達成在領土國家的權力邏輯內類如消極革命的東西。

所有這些運動的效應就是：把政治組織的活動範圍從傳統的政黨和工人組織轉移到遍及整個公民社會而政治動力較不集中的社會行動。不過它們在力量的集中上有所失，卻在聯繫上有所得。它們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細節和鬥爭，從中汲取力量，但在這麼做時，經常發覺難以從地方性和特殊性的事務中抽身，以瞭解新自由主義過去和現在都在怎麼搞剝奪式積累這樣的宏觀政治。這些鬥爭的種類之繁多簡直令人驚詫。甚至難以想像它們之間會有什麼聯繫。它們都是變動多端、混雜不一的抗議運動的一部份，這些抗議運動自1980年代期間以降席捲世界並日益成為頭條新聞。這些運動和反抗有時遭到殘忍的暴力鎮壓，大多是國家政權以“秩序和穩定”之名實行的。在其他地方，即資產階級的勢力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的地區，當剝奪式積累造成激烈的社會和政治對抗時，這些抗議運動也會產生種族間的暴力衝突和內戰。得到軍事支持或在某些情況下擁有由（美國為主，英、法為輔）主要軍事機構培訓的特種部隊的附庸國家，在一個壓迫與清除異己的體系中率先殘酷制止那些積極挑戰剝奪式積累的運動。

這些運動本身已產生大量有關取代方案的想法。有些力圖全部或部分與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勢不可擋的權力脫鉤。另有一些則想改革或取消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強大機構，以獲取全球的社會與環境正義。還有一些強調「收復公共資源」這個主題，藉此標明既與源遠流長的鬥爭有深刻連結，也是延續在整個痛苦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中始終奮戰不懈的鬥爭。有些人設想用遍地開花的行動，或在全球公民社會內部的運動來對抗新自由主義秩序散佈各地而沒有中心的勢力，另一些人則比較溫和地寄望由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與生態實踐發動，在各地方實驗新式的生產和消費體系。也有人相信比較傳統的政黨組織，以取得國家政權進而改革全球經濟秩序為目標。這些分歧的力量現在有許多匯集到「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試圖確定他們的共同點並建立一個能對抗多種多樣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組織力量。這很令人欽仰、振奮。

但是從這種分析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整個由社會民主的妥協到隨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歷史都表明了階級鬥爭不論在制止還是復辟階級權力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段歷史雖然被有效地遮掩，但我們已經歷了一整個世代由社會上層為了復辟（在中國和俄羅斯則是為了建構）無可抵擋的階級權力而發動的詭詐機巧的階級鬥爭。而進一步轉向新保守主義則說明了那個階級會使出多少解數，以及為了保持和加強它的權力而準備好要運用的戰略。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這幾十年中，這段期間許多進步人士在理論上被說服說階級是個毫無意義的範疇，也在這段期間，那些曾經一直代表工人階級從事階級鬥爭的機構遭受了猛烈的攻擊。因此，我們必須學習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果看來像階級鬥爭，並且像階級鬥爭那樣行動，那我們就必須據實命名。民眾必須兩者擇一：或委身聽命於這個勢不可擋的階級權力所規定的歷史和地理軌道，或從階級的立場有所反應。

這麼說並非對已逝的無產階級活躍的黃金年代油然興起懷念之情。也不是必然表示（如果曾經有過）有個簡單的無產階級概念可讓我們訴求為歷史變革的主要（更甭說是唯一的）推動者。並沒有我們可以退遁到其中的烏托邦式馬克思主義幻想的無產階級場域。指出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並不是說階級給建構起來的方式是規定好的，或甚至可事先決定的。階級運動是階級本身造成的，雖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情勢下。分析顯示，那些情勢目前叉分為兩類運動，一種是針對擴大再生產問題的運動，其中心問題是工資勞動的剝削和確定社會工資的條件，另一種是針對剝奪式積累的運動，從用破壞文化、歷史和環境的做法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典型形式到當代形式的金融資本造成的劫掠，所有這一切都是抵抗的焦點。找出這些不同的階級運動之間的有機聯繫是個急迫的理論和實踐任務。但分析也顯示，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追索一條資本積累的歷史地理軌跡，這樣的資本積累奠基於越來越緊密的跨越時空的連結，但也以世界各地區的發展越來越不平衡為特點。這種不平衡必須被瞭解為是由資本積累的過程主動起作用造成和維持的，不論過去在文化景觀和社會世界中設立起來的結構的殘跡會有多麼重要。

但分析也顯示了在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規劃內部可以利用的矛盾。花言巧語（為所有人的福祉）和實際結果（一小撮統治階級的利益）之間的差距隨時間和空間的延伸而日益擴大，社會運動集中針對那樣的差距著墨甚多。所謂市場就是競爭和公平的想法越來越被公司和金融勢力異常的壟斷化、集中化和國際化的事實所否定。在國家之內（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南非）以及國與國間，階級和地區的不平等的驚人增長提出了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再也不能拿什麼邁向一個完美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的「過渡」時期來遮人耳目。新自由主義越被看穿不過是個用來順利掩飾階級權力復辟的失敗的烏托邦方案，就越為表達平等的政治要求、追求經濟正義、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保障的群眾運動的興起奠立基礎。

在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論述的興起也是問題與機會並生。即使訴諸傳統的自由主義權利概念也能形成一把用來批判新保守主義威權思想的強有力的「抵抗利劍」，特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恐戰爭」到處（從美國到中國和車臣）都給用來當做縮減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藉口。日益高揚的要求承認伊拉克自決權和主權的呼聲是個可用來制止美帝國主義布局的強大武器。但另有其他一大批權利也可被規定出來。我在其他地方論述了了一批權利，包括生活機會權、為了讓直接生產者控制生產而有的政治聯合和「良好」治理的權利、人身不可侵犯和完整權、從事批判而不用憂心報復的權利、宜人的健康的生活環境權、對公共財產資源的集體控制權、空間的生產權、差異權以及我們身為人類的地位固有的各種權利。（註68）無休止的資本積累是決定我們生活的主導過程，批判它也就必然要批判與之俱生的特定權利——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權利，反之亦然。因此，提出一批不同的權利也就有義務詳細說明這批權利可與之俱生而深植其間的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過程。

類似的論點也可用在新保守主義為本身的權威與正當性而尋求道德高地上。左派歷來並不自外於道德共同體和道德經濟的理想，許多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運動也都積極從道德經濟的角度表述要建構另一種不同的社會關係。道德並不是一個應該僅由反動的宗教右派規定的領域，宗教右派的道德觀由媒體霸權傳播流佈，並藉由公司的金錢權力支配的政治過程來表述。統治階級的權力在一大堆淆亂視聽的道德論點下復辟，對此必須挺身對抗。所謂的「文化戰爭」——不論其中一些可能曾被誤導——不能（像一些傳統左派一樣）視之為徒然使人無法專注於階級政治鬥爭的不受歡迎因素而置之不理。實際上，在新保守派內部興起道德論辯不僅證實了在個體化的新自由主義下對社會解體的憂慮，也證實了廣泛的道德厭惡感已起而反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造成的異化疏離、失序、排斥、邊緣化和環境惡化。轉化這種道德厭惡感為文化的抵抗再進而為政治的抵抗是我們的時代需要正確解讀而不是迴避不顧的一個特點。此種文化鬥爭與扭轉階級權力無比鞏固的局面的鬥爭，這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繫，需要有理論和實踐的探究。

但正是這種由新保守主義威權思想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的深刻反民主本質，當然應該是政治鬥爭的主要焦點。像美國這種名義上「民主」的國家，現在有重大的民主缺陷。（註69）那兒的政治代表性遭受金錢權力的損害和敗壞。基本的制度安排有嚴重的偏差。由不足人口20%的二十七個州選出的議員卻擁有超過半數的票數可決定立法事項，肆無忌憚不公正地改劃國會選區以有利現任者，也被司法系統認為合乎憲法，而這個司法系統越來越充斥著受政治任命且帶有新保守派偏見的人。握有大權的機構，像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卻完全不受民主的控制。國際上的情況更糟糕，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這類機構無從究責，更別提民主控制了，而「非政府組織」（NGO）不論它們的行動有多麼善意，也是在沒有民主參與或監督下工作。

重提民主治理與經濟、政治和文化平等以及正義的要求，並沒有主張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的意思，因為每個情況的意義都必須賦予新義以處理當下的條件和潛力。像聖保羅、約翰尼斯堡、上海、馬尼拉、舊金山、里茲、斯德哥爾摩和拉格斯等地的環境如此紛繁歧異，古代雅典的民主意義已與今天我們必須要賦予民主的意義沒什麼關係。但這裏令人驚嘆之處在於：正是遍及全球，從中國、巴西、阿根廷、臺灣、韓國到南非、伊朗、埃及，正在鬥爭中的東歐國家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都有團體和社會運動正集合起來行動，要求實現各自解釋的某種民主價值的改革。（註70）

美國領導人曾在相當多民眾的支持下自鳴得意地向舉世表明這個想法：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價值是放諸四海皆準、至高無上的，這些價值是文明的核心因而也是極關緊要的。全世界已能拒絕這種帝國主義的姿態，並把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反過來投進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心臟地帶：一套開放的民主的價值，一套致力於達成帶有經濟、政治和文化正義的社會平等的價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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